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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会思想之进入中国

张 朋 园

*

摘要：近代史上，中国在1909年、1912年、1917年、1948年分别举行了四次议会选举，

这是议会思想进入中国的结果。介绍议会思想的人物，大约可分为三类：政府官员、西方传教

士、功名绅士。这些知识分子对西方议会政治的认识，大约分为四个时期：从1840一1870年30

年问是知识性的介绍，只是一些初步的了解，并无袭用的观念。1871—1895年这25年间，士人

视议会有“君民一体”， “下情上达”的功能，可以团结人心，众志成城，已含有价值观念。

1895—1904年这10年间，民权说代起，强调议会是人民权力表现的场所，“不出代议士不纳税”

的观念取代“君民一体”而风行。19Q5年以后，议会思想根植国内，人民要求付诸实现，因此有

清政府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，不仅深入议会理论，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，至此中国进入锣

密鼓紧的实行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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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在地球上聚居，长久以来，不断寻求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，然而想要得到一个完美

的制度，显然很不容易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民主政治似乎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概念，要在如何

能建立有效的运作。对于中国而言，“民主”最初完全是一个舶来品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尤其

是新文化运动时期，民主才被作为一面旗帜。但是“民主”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——

议会的思想，却早已进入中国。对这一过程现有的研究尚不充分，有必要作一总体描述。

议会思想于1840年前后开始进入中国，引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：传统有功名的绅

士、政府官员、西方来华的传教士。我们可以用知识分子(inteuectuals)一词概括之。

试一略为归类，1840年代至20世纪初年，约有40余人的著作提及或多或少的西方议会

论。兹将较重要者开列如下：

一、绅士知识分子

冯桂芬，《校邰庐抗议》(1876)；王韬，《韬园文录外编》(1882)；汤震，《危言》

(1890)；陈炽，《庸书》(1892)；陈虬，《治平通议》(1893)；郑观应，《盛世危言》(1893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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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启、胡礼垣，《新政真铨》(1899)；康有为，《七上书》(188卜1898)；梁启超，《中国国
会制度私议》(1910)。

二、政府官员

(一)沿海官员

林则徐，《四洲志》(1842)；魏源，《海国图志》(1844)；徐继畲，《瀛寰志略》(1846)。

(二)外交官员

斌椿，《乘槎笔记》(1871)；志刚，《初使泰西记》(1872)；郭嵩焘，《郭嵩焘日记》

(1980)；张德彝，《海洋述奇》(1870)；黎庶昌，《西洋杂志》(1900)；李圭，《环游地球新

录》(1878)；徐建寅，《欧游杂录》；马建忠，《适可齐纪言纪行》(1896)；曾纪泽，《出使英

法俄日记》(1893)；张荫桓，《三洲日记》(1896)；崔国因，《出使美日秘日记》(1894)；薛

福成，《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》(1891)；黄遵宪，《日本国志》(1895)；宋育仁，《采风记》

(1896)；戴鸿慈，《出使九国日记》(1906)；端方，《列国政要》(1907)；载泽，《考察政治

日记》(1909)。

三、传教士

麦都司(walter H．Medhust)，墨海书馆(1835—1857)；裨治文(Elijah col锄肌BIidge—
man)，《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》(1838)；慕维廉(Wiui锄Muirhead)，《大英国志》(1856)；林

乐知(Young John AⅡen)，《万国公报》(1874—1906)；傅兰雅(J0hn脚er)，《佐治刍言》
(1885)；金楷理(Call T．融eyer)，《西国近事汇编》(1873)；谢卫楼(D．z．she伍eld)，《万国

通鉴》(1882)；花之安(Emest Faber)，《自西徂东》(1884)；艾约瑟(Joseph Edkins)，《西学

启蒙十六种) (1886)；李提摩太(％nothy Richard)， 《泰西新史揽要》 (1895)；李佳白

(Gilbert Reid)，《列国政治异同考》(1902)。

兹略述各家论说如下。

林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议会的中国官员。林氏在广东禁烟，面对西洋的坚甲利兵，不

得不作“西夷”背景的了解，因此有《四洲志》之编著。我们感到惊讶的是，该书竟然提到

了西洋的议会，特别是英、美、法三国的上下议院，颇有相当篇幅。该书叙述英国上下两院

的结构时，谓上院议员多王公贵胄，全院约426人；下院议员来自地方，“由各部落议举殷

实老成者充之”，共658人。谈到议院的权力，指出“国王虽有权裁夺，但必由‘巴里满’

(Palli锄ent)议允”；国王行事有失，承办官员要交“巴里满”议处。美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

国家，军国大事，必“西业”会议而后行。西业即今之参议院(Senate)，其议员经由选举产

生。选举是将选票“暗书弥封存贮公所”， “以推荐最多者为入选”。法国设“占马阿富”

(ks Chambres)，其制度与英国相近。[1](卷十二，pp·2卜32)

《四洲志》讨论英、美、法议会的组织、权力关系、选举等。林则徐介绍这些观念时，

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，例如上院译为“律好司”，下院为“甘文好司”，原来就是H0use of

brds，及House of co姗ons的音译，但均未予转换，不谙原文者，读之有如丈二金钢，摸不
着头脑。林则徐似乎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，加上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，因之决定敦请魏源

作全面性的补充。

魏源是今文学家，主张经世致用，鸦片战争之前编辑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及《圣武纪》，

已是知名学者。魏源不负所托，完成《海国图志》巨著，且一再增补，从初版50卷到四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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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卷，约180万字，可谓洋洋大观。但是《海国图志》所传达的西方议会信息，并未超越

林则徐的《四洲志》，原因是他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思想限制了其个人视野，重点放在了

解英人的坚甲利兵，于议会政治甚少措意，大多转抄《四洲志》的内容，没有进一步的发

挥。比较突出的一点是，魏源提到了议院多数决的原则，“众好好之，众恶恶之；三占从二，

舍独循同”，感觉其为一美好制度。【2J(卷五十九’p．1611)

林、魏之外，徐继畲给了我们一本颇有可读性的著作，《瀛寰志略》。徐继畲是魏源同时

代的政府官员，鸦片战争初起，徐氏在沿海为官，1842年任广东按察使，旋调福建布政使，

1846年升任福建巡抚。他与林则徐、魏源一样，密切注意西洋人东来的问题。《瀛寰志略》

着笔于1843年，完成于1846年，于1848年正式出版。相去《四洲志》6年、《海国图志》4

年。徐氏无疑读过了林、魏的著作。由于他不以林、魏之著为满足，参考了许多新的资料，

果然令人耳目一新。徐继畲称英国的上院为“爵房”，下院为“乡绅房”，颇为传神。他同样

介绍西方议会的结构、权力关系，文字简洁，没有徐、魏的音译缺点，可读性大为提升。对

于美国议会亦有简明叙述，且特别指出参众两院为华盛顿所建立，因而赞叹：“华盛顿异人

也，起事勇于(陈)胜、(吴)广，割据雄于曹(操)、刘(备)。既已提三尺剑，开疆万里，

仍不僭位，。不传子孙，而创为推(举)选之法，几于天下为公，骏骚乎三代之遗

意。”【3](一朋)特别提出总统由选举产生，其对美国的好感，甚为明显。

《瀛寰志略》于法国议会也有所讨论，不赘述。总而言之，徐继畲费时五年完成的巨著，

所传达的信息，比之《四洲志》、《海国图志》清新可读。魏源看了当亦自叹不如，1852年

将其《海国图志》扩为100卷，括引《瀛寰志略》四万余字充实之，由此可见徐著的魅力。[2】

1840年代，林则徐、魏源、徐继畲的著作有开启中国人初步认识议会政治的作用。但

不料此后在十余年竞未见继起倡言议会论者，原因是《瀛寰志略》出版后，官方与士绅皆反

应冷淡，批评其内容“颇张大英夷”，甚属不当。①这是鸦片战争后的一种情绪反应，造成

1851年徐继畲从福建巡抚下台。如此后果，谁还敢逆势发言，此所以30年问知识界噤若寒

蝉，鲜见谈论西方议会者。当然此一时期正值自强运动的高潮，朝野倾力建设兵工业，无暇

思考高层次的西方制度，也是议会论不受重视的原因。

但是这一个空档有其填补者，他们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。传教士的目的固然在传教，但

为了增加东方人对他们的了解，介绍自己所来自的社会，同时也提到了他们的政治特色——

议会。传教士来华，大多先在东南亚停留，马六甲、巴达维亚、新加坡是三个中途站。针对

中国的需要，他们于1834年在南洋创设一个名为“中国益智会”(ne society for fhe Difhlsion

of useful Knowledge)的组织，发行杂志印行书籍，先后不下一百二十余种。这些出版品是早

年西知的来源。林则徐著《四洲志》时，即依据英人慕瑞(Hu小Muray)所著《世界地理大

刍酚 (ne Encyclopedia of ceography)为蓝本，并参考美国传教士裨治文(Eligall coleman

BridgemaJl，1801—1861)所著《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》，得到进一步的信息。12J魏源节抄两人

的著作甚多。徐继畲更直接得到英国驻福州领事的帮助，增加了不少新的资料。由此可知议

会知识的传人，传教士的关系不小。④

要特别提出的是麦都司(Walter H．Medllust，1796—1857)。麦氏其人属英国伦敦会

(L0ndon Missionary society)传教士，先在新加坡传教，1835年经广州来到上海。在新加坡时

(1819)，麦都司出版《地理便童传略》一书，提及英国和美国的国会。他写英国的上院，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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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内有两大会，一是世代公侯之会，一是百姓问凡乡绅世家大族者之会”。④徐继畲或许就

是根据麦氏的这一句话而称上下院为“爵房”和“乡绅房”。《地理便童传略》可能是中国读

者最早得悉的西方议会著作。

麦都司是传教士，同时也是一位学者，他在上海的事业形成了一个文化传布站，一个中

心枢纽，关系着中国人早期的议会认识。麦氏在上海建有教堂和医院，他更重视的是其一手

经营的“墨海书馆”(1835—1857)，这是一个图书馆，也是一个印刷出版机构，西方的活字

滚筒印刷由其引入，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西式印刷厂。上海文教界多来利用，其文化中心不

期然而形成。[4](pp237喇)西方传教士与麦都司有密切往来的，有慕维廉(WilliaIll Muirhead，
1847—1900)、韦烈亚力(Alexander wylie，1847—1860)、艾约瑟(Joseph Edkins，1848一

1861)、韦廉臣(Alex肌der wiⅡia傩on，1855—1857)等，他们的著作多有论及西方议会政治

者。

中国文化人亦与麦都司往来，如王韬、冯桂芬等，日后均成为政治思想界的大家。王韬

早年曾任职墨海书馆达15年之久(184卜1864)，他的早期西方认知可能受到麦都司的启
迪。王韬因同情太平天国而遭清廷追捕，麦都司之子麦华陀(walter H．Medhust)伸予援手，

介绍他去香港晤见理雅各(J锄es L丑鹳e)，成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为英文的得力助手。王
氏因此而有机会遨游英伦，亲身体认英国议会，其政治思想为之大进。bJ

四

沉寂30年的议会论，在1870年代有了转机。清廷逼于人势所趋，先于1860年成立总理

衙门，派遣使臣驻节西方，由闭关自守而转向开放，官方与民间的观念稍稍有所变动，言论

的尺度也放宽了。例如徐继畲的再次起用，其《瀛寰志略》终于获得肯定，成为同文馆教

本。这时候受传教士影响的冯桂芬正构思他的《校邰庐抗议》，提出改革建议。另一位受传

教士影响的王韬，在英国游历两年之后，于1870年回到香港，他与留学生黄胜创办了《循

环日报》，有心将自己的见闻公诸于世。

《校邻庐抗议》于1876年正式出版，之前稿本已广为流传，书中有(公黜陟)一章，是

不折不扣的选举论。他主张官吏以选举方式产生，谓选举在中国本有由来。《尧典》中的

“师赐”就是众人选举的意思。师，众也；赐，举也。孔子也说过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。”

孟子谓：“国人皆日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然后用之”，都是选举的意思。《新唐书》(赵憬

传)云：“宜采士誉，以举多先用”，意即大家称誉的，举出来公用。历代有会推，是大臣的

权利。他建议中书以上的官吏有选举六部长官的权利。地方知府以上的官吏也当用选举产

生。[6](m72哪’冯桂芬从西人的著作中得到选举观念，在中国的历史里寻找相近的事实，倡言
中国亦当采行选举制度。但冯的思想似乎并不成熟。既然“用其举多者”，却又说“候钦

定”，或“大吏博采舆论折衷之”。汪荣祖谓“这是演义外来之文化于固有传统架构之上”的

矛盾。[7](p·85)

王韬于1882年将十年来在《循环日报》所发表的文字辑为《韬园文录外编》问世。此

书以西方议会为中心论旨，对英国议会政治印象深刻，认为英国的政治特色为“君民共主”。

此一观念发表后，使1880年代的政治论为之一变，有了新的突破。他说：“泰西之国有三，

一日君主之国，一日民主之国，一日君民共主之国。”[8](卷一，p·19)前人无此分辨，亦不敢分

辨。王韬观察英国议会政治的运作，得此结论。他说英国“所恃者，在上下情通，君民之分

亲：本固邦宁，虽久不变”。[8](卷四'pp·15叫6)所谓上下情通，指的是“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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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议院，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”。也就是说：“朝廷有兵、刑、礼、乐、赏、罚诸大政，必集

议于上下议院，君可而民否，不可行；民可而君否，亦不可行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

于远近。此君民共主也。”Ⅲ卷一．p19)堪称石破天惊之论。
。

王韬又说“君民共主”则强盛，“君主专制”则腐败。他举普、法两国为例，1870年普

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，即因为前者为“议会君主制”，后者为“专制君主制”。④如果中国

亦推行君民共主，必定强盛。王韬的“君民共主”论影响甚大，此后的鼓吹议会政治者，无

不运用此一论点，企图说服满清政府接受。@

1880年代讨论到议会的知识分子，还有郑观应(184卜1922)。郑是广东香山人，1858
年至上海，入传教士傅兰雅(John Fryer)的英华书院攻读，奠定阅读英文的基础。其叔父为

洋行买办，随之学习，先后任职洋商富顺公司及太古公司。1878年纳赀为候补道员，在李

鸿章幕帮办洋务。此一经历，使郑氏的西洋知识不断增进。据谓郑氏在1860年代即开始关

心时势，1873年《申报》创刊之后，即陆续在该报发表时论性文字，旋辑为《救时揭要》

一书。1880年扩为《易言》，1893年改名为《盛世危言》，共5卷，1896年扩充为14卷，

1900年删定为8卷。⑥其中《救时揭要》并无议会论，《易言》虽有(论议政)一篇，仅得五

百字，所论上下院与君主的关系甚为简略。1893年的《盛世危言》有(议院)一篇，约二

千字，1896年的14卷本增加一篇，合为《议院上下》，较为详尽，且有论点。他说英国因有

议会而强盛，海外土地二十倍于本土，“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”。他又说日本“勃然兴

起”，与设议院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[9](一‘314)郑观应既讨论议院的组织和结构，亦谈到了选举，

力言中国应该设议院，他指出中国官员“畏葸、琐屑、敷衍、颟顸”，要消除这些弊病，“非

设议院不为功”。旧J(p315)

但郑观应有～个顾虑，中国人民的教育尚未普及，新闻传播亦甚落后，处此情境，“公

举议员之法，殆未可施诸今日也”。[9．】(p‘329)人民教育程度不足，智慧因而未开，这是中国知

识分子最感困惑的问题，因此许多人认为开国会尚非其时，郑观应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。郑

观应的顾虑何尝没有道理，日后中国的国会确实混乱失序，为野心家所利用。但郑观应不久

就改变了他的态度。1900年盛宣怀曾有一函请教郑氏，问“变法何者为先?”郑回答说，

“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，⋯⋯今欲除此病根，非顺民情、达民隐、设议院不可”；18省各

选派二人为代表，士农工商公举三四人，即可组成国会。[9](pP‘3艄24)
冯桂芬、王韬、郑观应都是1870—1880年代的知识分子，他们的议会论受到欢迎；翁

同棘曾将冯桂芬的《校分B庐抗议》荐给光绪皇帝阅读，王韬的《普法战纪》等书畅销中国和

日本，郑观应的文字浅近，其《盛世危言》也“销场甚畅”，一般中下层士子亦有阅读者。

总而言之，戊戌求变观念的形成，这三个人的影响大有关系。④

五

回过头来看传教士的议论。首先是傅兰雅。傅兰雅(1839一1928)是英国人，一位不在

传教士行列的西方人。22岁(1861)来华，长期在江南制造局担任编译工作，他经手翻译的

西方著作140余种，大多为有关科技方面的知识，少数属社会科学。在许多译著中，惟《佐

治刍言》谈到了国会。⑧《佐治刍言》半译半著，加进傅氏个人的一些意见。傅虽推崇“(议

会制度)为各国政令内第一良法”，如果中国仿效，当以英国的君主立宪为模

型[10](卷1～，98节)但鉴于选举制度在西方少数国家弊窦丛生，傅氏感到不易在中国实

行。[10](卷九·70节)他对于民主共和更是有所疑惧，认为当敬而远之。他说了一句令人玩味的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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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(君主)一人为害有限。终不如民乱之骚扰无穷也”，此言盖受法国革命之影响。⑨

傅兰雅为推广科技观念，特于江南制造局内设立(格致书院)(1876—1914)，英文名

为：Shanf；hai polytecllllic Instituti帆and Reading Room)，邀请王韬、郑观应等参与教学，王韬且

于1885—1897年间出任山长。傅、王等合作，有许多创意。一个极有其意思的活动称为

“四季课考”，是一种论文竞赛，邀请名家命题，欢迎年轻士子参加应考。有一次郑观应应邀

以议会论为题，人皆称奇，录之如下：

考泰西于近百十年间，各国皆设立上下议院，藉以通君民之情，其风几同于皇

古。“书”有之日：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又日：“众心成城。”设使堂廉高远，

则下情或不能上达。故说者谓中国亦宜设议院，以逵舆情，采清议，有若古者乡校

之遗意。苟或行之，其果有利益欤?或有悉其间利害若何?能一一敷陈之欤?㈣

试题力言议会的功能为“下情上达”，正是王韬、郑观应所强调者。参加应考的情形不详，

但在《格致书院课艺》一书中，有许庭铨、杨史彬、陈翼为等三人都以“议院利害若何论”

为题，qD他们亦强调“上情可以下逮，下情可以上达”。又谓“泰西之富强，大都由于议院”。

这三篇论文或许就是郑观应考题下的产物。另有王佐才之《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以何者为先

论》建议“改内阁为公议院”，地方州县“考取一二人来京(参与)”，可“通上下之情”。似

亦为课考论文。@此一活动明显有助于议院思想的传布。

与傅兰雅同时的是林乐知。林乐知(YouIlg John Allen，1836一1907)是美国南方监理会

(Meth础st Episc叩al chuI℃h South)传教士，1860年来华，长居上海47年之久。谈林乐知必定

要谈《万国公报》(1874-1906)，这是传教士在华最有影响力的杂志。该刊出版长达32年，

如果加上它的前身《教会新报》(1868—1874)则为40年。两刊从头至尾，几乎完全由林乐

知一人主编，内容除了传教消息，还有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报道，议会政治亦包括在内。更

重要的是《万国公报》在上海发行，报社亦如前此之墨海书馆，是来华传教士的中途歇脚

站。广学会成立(1887)之后，《万国公报》正式成为传教士的言论机关。林乐知邀请名家

执笔，内容丰富，可谓有声有色。

《教会新报》与《万国公报》都有议会论的文字。虽然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对政治并无兴

趣，n1J(-崩)但报道西方的文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及议会，偶然亦有专题性讨论。早在1868年

9、10月间，《教会新报》刊有“换主之国”一文，谓“美国君主，四年换位，皆由民间公

‘众尊’之”。尊者，选举也。这是早期提及国会选举的文字。@187卜1871年之际，。《教会新
报》连载斌椿所著《乘槎笔记》，谈到了英国议院议事的情况。[1211872年《教会新报》刊载

《美国近事》，谓“美国，民主之国也，传贤不传子，凡立君则臣民集议选于众，择贤立之。

旧君逊位，退处为凡民。使旧君而众仍爱戴也，可展期再为君四年”。[12J(，·1662)叙述简洁，读

之可对美国总统选举有一清晰印象。

代《教会新报》而起的《万国公报》，其议会论并不多见，但报道性的文字则连续不断，

例如金楷理(cad T．Kreyer)、林乐知主撰《西国近事汇编》(1873—1899)；林乐知著《中西

关系略论》(1876)；花之安(Emest Faber)著《自西徂东》(1879—1884)；李提摩太(TiIIl0一

thy Richard)译《泰西新史揽要》(1894—1895)；林乐知著《中东战纪本末》(1894—1896)；

李佳白(Gilbert Reid)著《列国政治异同考》(1902_1903)等，这些著作都提到了西方的议

会政治，有的日后印成专书，发生更大的影响。

在此要介绍一些有关议会的篇章：1875年刊载《译民主国及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》，这

是一篇论西方民主及英美宪法的短文，以民主为题，而且提及了三权分立。原文说“宽政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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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”，三权分立：“一日行权(行政)、二日掌律(司法)、三日议法(立法)。”以“宽政”二

字形容民主极富深义。“公议堂”即议院。西洋各国皆设议院，以民选议员掌握一国之大政，

是谓宽政。文字虽然简短，但传达了三权分立与议院大权的观念，或许是中国最早介绍三权

分立的文字。@

甲午战争爆发之后，《万国公报》连载《中东战纪》，报道战情变化，中国的弱点暴露无

遗。战后林乐知将全文辑成《中东战纪本末》单行本出版。第八章提出了设议院的“变法建

议”。林氏很委婉地说：

泰西有君民共主之国，更有民主之国，中国势殊可异，断难冒昧仿行。然天之

生人，无不付以自主之理，人之待人，独不应略予以自主之权乎?@

为何设议院?他说：

民有隐衷，必须上达，宜准民间略仿议局之制，凡读书明理能办事通法律之

人，任民公举以入局。⑩

《中东战纪》出版之后，清廷上下，包括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在内，都详细阅读，视林乐

知为中国的“直谅之友”，一个难得的知己。[13](一心)

1903年似为《万国公报》转趋积极的一年，林乐知有《中国今日之期望》一文，谓中

国革新为不可避免之趋势，而改革之道，在于立宪。他建议中国先召开上议院，逐步实现下

议院：

更有治本之主义在，从今年起当于北京集十八省大员，定一十八省行政之规

则，名曰国会，以为上议院之起点，⋯⋯亦即为立宪法之起点。叫(p·21)

日俄战争胜负不明之际，林乐知于1904年8月间撰《中国立宪之希望》，他指出中国的

领土为他国战场，委曲到了极点。为今之计，除了振兴实业，应该立即设立议院。他建议

“中国今日之上议院，可以曾任督抚之王大臣为之”。“下院由各行各业，略举(代表)一人

或二人”。地方亦同时设立议会，实行自治。林氏为中国的议会规划出一套完整可行的办
翠#[15](pp．I争一21)
1二、0

《万国公报》对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。黄遵宪谓一出家门即得读该报，观念为之一

变。[16](Pp·卜22)康有为读《万国公报》连载的《西国近事汇编》，始对世界有所认识。1883年

起，自费订阅该报。1894年《万国公报》征文，康氏曾应征并获奖。[”](p390)梁启超所受的

影响更大，其所主持的《时务报》几乎完全以《万国公报》为模型，大谈西洋近代的发展。

戊戌变法失败，《时务报》留下的空白，又由《万国公报》填补。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，实

以《万国公报》独领风骚。[18j(p74)

．上
／＼

1890年代，知识界的思想为之一变。此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何启、胡礼垣、康有为、

梁启超等；传教士中则有李提摩太、李佳白等人。他们的议会思想更为积极，甚至于企图有

所行动。

何启(185旷1914)与胡礼垣(1847—1916)早年在香港皇仁书院先后同学，以后何在
英国取得医学及法律学位，胡在香港《循环日报》担任翻译，不时撰写时论。虽然两人的事

业发展各异，关心祖国改革则不约而同。何、胡两人于1887—1901年间合作撰写改革论文

多篇，辑为《新政真铨》一书出版(1899)，轰动一时。

开议院为《新政真铨》的中心论点，他们以“民权”论代替“君民一体”论，提出崭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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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论基础，为清季舆论又一次之大突破。何、胡强调民权为强国之本，西方因重视民权而

强，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，如何重振民权，开国会为不二法门。他们一再的要求说：“设议

院，立议员，复民权。”[19](五编，p．51’

至于如何设立议院?何、胡主张一院制，设下议院而不设上议院，盖“议院重才德，不

重富贵”，有爵位者，如其“才德兼优，人必公举以为政”，可谓真知卓见。

有中央议会，自必亦有地方议会，地方议会分为省、府、县三级，他们所拟定的一套计

划是：省、府、县各设六十议员组成议会，选举有功名之绅士为议员：

县议员于秀才(生员)中选择(举)其人(由人民选举)；府议员于举人中选

择其人(由秀才选举)：省议员于进士中选择其人(由举人选举)。中央议会代表，

则由各省议员中选充(互选产生)。【19j(二编'p8)

由于中国幅员广大，除了中央议会，可划分全国为东西南北四大区，每区亦设议会，由所属

各省之省议会联合组成，讨论本区域之相关事务。

何、胡的议院论以发扬民权为出发点，引起了保守主义者的反对。元老重臣张之洞大不

以为然，于戊戌变法前夕发表《劝学篇》驳斥之，否定民权之说，当然也反对国会。张之洞

以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三纲五常为立足点，指斥倡民权、开国会“无一益而有百害”[20]‘p·13’，

所以“国会绝无必要”。[20](p·26’

何、胡深感张之洞的说词“大累于世”，不得不予反驳。但他们不敢碰触三纲五常的禁

忌，不得不仍以“上下一心”去救援其民权观念，他们是这样说的：

夫议院之设，所以宣上德，通下情也。

民权者，合一国之君民，上下一心者也。

人人有权，其国必兴；人人无权，其国必废。

苟复民权而设议院，则兴利除弊，雷厉风行，远至迩安，君民惬洽，诚中国之

福也。[19](pp·38川)
措词平稳温和，未能掀起波澜，保守主义仍然居于上风。

但我们必须肯定，何、胡以权利与议院相结合，有其划时代的意义，是议院论的又一次

突破。此后之谈议院者，不能不强调权利；谈权利者，必要求开议院，中国之走向议会政

治，就显得更有声势。

七

李提摩太(Timodly Richard，1845—1919)为英国浸礼会(B印tist Church)传教士，1870

年来中国，自谓所任一切都是为了传教事业及推广西学。鉴于中国贫弱，他颇有心助之现代

化，在北京官场中出入，试图有所影响。1895年(光绪21年)他与翁同献见面，提出“教、

养、安、新”四大改革建议，翁同矫称其为“豪杰也，说客也!”@

李提摩太的著述甚多，《泰西新史揽要》(1895)一书享誉最广。该书译自英国史家

Robert Mackenzie(马恳西)的ne NineteentIl century：A History(《十九世纪史》)。柯林伍德

(R．G．CoⅡin酬)批评马恳西(1823一1881)只是一个三流史家，因为受19世纪流行的社
会达尔文主义影响，全书主调推崇19世纪为进步的时代，专制已经过去，自由已经到来。唧

李提摩太翻译该书，或许正是看上了此一主调为中国所需要；中国的专制应该收敛，中国人

应该自由。

进化论架构下的《泰西新史揽要》，对西方各国之议会叙述甚为详尽，尤其对英国议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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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改革，讨论得很深入，列举1816年、1828年、1832年、1872年、1885年五次改革，人民

之政治参与权力得以逐渐扩大，改革堪称得宜。从此“民隐无不上达”，心1J(p105’而且：

旧日私操政柄之章程删除殆尽，民间亦皆视国事如家事。报馆之所持论、里巷

之所偶语无非谓君实为民而设，故治国事首宜体民心，议院诸员非但为君主所命，

兼为民人所举，故欲为君理事，必先为民陈情，方协乎天理之公、人心之正。且此

倡彼和，不啻万口同声，凡膺一命之荣者，欲办一事，类先博考民情，然后顺民情

以图国事，治国遂如视诸掌矣。【2l』‘p_110J

《泰西新史揽要》不仅谈君主专制政治之退却，同时畅论民智之大进。著者谓人民参与

政治。需要具有丰富之知识与智能，此则非长期的全面教育培殖不可，否则不易提升。英国

议会政治之所以成功，正因人民教育大进，议员多为饱学之士。【21 J(p．舳)

李提摩太所以建议清廷采行其“教、善、安、新”四大政策，其观念盖得自《泰西新史

搂要》。《泰西新史揽要》极有影响力。康有为将之荐给光绪皇帝。怛1J皇帝叫孙家鼐(帝师)

为其讲解。民间知道皇帝阅读该书，随着趋之若鹜。据李提摩太之言，李鸿章、张之洞都看

过此书。郑观应与李提摩太往返密切，《盛世危言》多处括引李氏的观点。康有为、梁启超

与李提摩太非常接近，受其影响更是不小。他们最早的宣传品亦称《万国公报》，经李提摩

太的建议而改为《中外公报》。[22](pp·即255’严复是否因为读了《泰西新史揽要》而想到要翻
译《天演论》，则有待考证。q9

李佳白(Gimert Reid)，美国传教士，1883年来华，在山东等地传教，对中国的社会问

题极为关心，有心促成改革，曾拜访翁同铄，提出“养民、教民、和睦、武备”四大改革建

议。④20世纪之初，谈议会政治的文字时有所见，但各家论著，多委婉含蓄，不受重视。李

佳白撰《列国政治比较论》，以比较法说明各国政治制度之异同，浅显易读，极富启发性。

兹略举其论点如下：一、论君主与民主之不同，以中美“国主”为比较，中国的皇帝“专制

独裁”，美国的总统．“代民理政”。∞J二、论国会权限，以美国与法国比较，均民主之国，但

法国下院权力大于上院。国会者，合上下二议院之谓也。美、法二国皆有国会，而法国国会

之权大于美国。三、论民权，美国最为发达，中国人民几无权力可言。∽J(，’4’四、论议员，

美国以国会议员代表人民，中国人民无有代表。【23 J(p’4)

李佳白又比较中、德政治异同，两国均为君主之国，然德国有民选议员，中国无之。李

佳白因而叹息道：“中国无此制(度)，所以民困不苏，上下相隔，稗政莫过于斯。”[24J(-．9)

综合李佳白之比较论，在说明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之不同，明白指出中国不如西方，盼

望中国急起改革，采行西方制度。

八

康有为(1858一1927)，广东南海人，进士出身。20岁(1878)时因偶然机会游香港，

得见“西人宫室之环丽，道路之整洁，巡捕之严密，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”，忪](p9)这是他

最早对西方文明的直觉感受，留有良好印象。在此之前，他读过魏源、徐继畲的著作，知道

中国以外尚有西方列国，但没有深入的领悟。

此后康有为搜读可得西书，他自己提及的有林乐知所编《西国近事汇编》，李圭所著

《环游地球新录》，傅兰雅的《佐治刍言》等。苏俄学者齐赫文斯基(se晔i L．Tikhvinsky)说
康有为颇受《佐治刍言》的影响。萧公权同意其说，认为康有为的西方知识得自《佐》书不

少，甚至于说康氏《大同书》中的“公议院”一词即可能得自《佐》书。[1](pP’47洲77)传教士
q

  



中除了林乐知、傅兰雅之外，李提摩太对康有为的影响也不小。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曾说：

“举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，(康有为)几尽归纳为结晶，若特异之小指南针焉。”【22j(一嬲)

康有为在1884—1898年间，先后七次上书大谈清廷改革之道，其中关于召开议院者，

有第一、第二、第四各次，如果加上他为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所草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》，共

四次之多。此四次上书，先是说开国会于皇家有利；继则说：有国会则“合四万万人之心以

为心，天下莫强焉”。第三次仍采前人说法，谓国会有“以通下情”于政治发展为大利。为

阔普通武所草的奏折，则从三世之义去说理，谓“春秋大义，扰乱之后，进以升平”，中国

当“上师尧舜三代，外采东西强国，立行宪法，大开国会”。可见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，

劝促皇帝召开国会之意，既明显而又积极。

但康自第五书起即不再提国会之当否召开，急转只大谈开制度局。制度局是一个决策机

构，只要“妙选天下通才二十人，以王大臣任总裁，每日值内，共同讨论，皇上亲临，折衷

一是，将新制新政，斟酌其宜，⋯⋯考覆至当，然后施行”。制度局之下有十二局，为法律、

税计、学校、农商、工务、矿政、铁路、邮政、造币、游历、社会、武备等，显然康已将制

度局取代原先所拟的国会，十二局为执行机构。他似乎已感到开国会缓不济急，只有制度局

可以立竿见影，依靠皇权来改造中国。

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转变?此应有两个答案：第一，立开国会与康之三世之义说相矛盾；

第二，康有为是个寡头主义者。康有为在儒家思想中建立了一套“三世之义”的理论，所谓

三世之义，即据乱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。据乱世无君，无法律，无礼仪；进入升平世之后，

订法律，严礼仪，是小康的局面；太平世则为大同世。康有为说大同世为“公政府”，是选

举产生的，公政府只有议员而无行政官，甚至于无议长，诸事从多数决。他指的就是议会政

治的理想。

康有为虽然有如此一套理论，实际上他反对立即召开国会。他在《礼运注》及《孑L子改

制考》等书中说，三世的演进，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。中国有尧舜之世的大同想象，实际上

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都是君主之世，只能说已从据乱世进入了升平世，那尧舜之

世，尚在远远的将来，中国的历史上不曾存在。康有为在《孔子改制考》中说：“方今为据

乱之世，只能言小康，不能言大同”，@可知康有为是反对立即开国会的。

论者谓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惧保守势力，不得不放弃开国会的想法，固然言之成理，实

际上左右康的，恐怕还是他在性格上是个寡头主义者。1915年Robert MicheIs著《政党政治：

论民主政治中的寡头主义倾向》说得非常清楚：政府行为，以寡头主义为核心。[26J(仰埘卜356)

康有为已看到议会政治的繁重程序。中国急需改革，开议院为缓不济急。Roben Michels告诉

我们，即使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其决策者不过是少数几个人，余者追随而已。他又说，统治者

倾向寡头主义，寡头主义是政治的铁则(i啪laW)。康有为不开国会但却赞成地方议会，他
是要以地方议会“奉宣德意”，而不是下情上达。

梁启超(1873—1929)，广东新会人，举人出身，17岁(1890年)在上海得读徐继畲的

《瀛寰志略》，“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”，以后广泛涉猎西方著述。1896年(光绪22年)，梁启超

著《古议院考》，对议会政治备加推崇，而且心向往之。但由于受康有为“三州之义”理论

的影响，谓“今日而开议院，取乱之道也”，原因是“人民程度(尚)未及格”，不能肩负监

督政府的责任。[27](卷一，Pp’舛娟)由此可知梁氏在戊戌变法时期对议会的认知，止于向往而已。
1905年(光绪31年)梁著《开明专制论》一文说：“开明专制，以发达人民为目的者也”，

“凡国家如欲立宪，必当经过开明专制”，“今日中国以开明专制为立宪之预备”。④一言以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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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提高人民教育程度是达成开国会的不二法门。

但是就在同年，梁启超转变为积极的议会主义者。他似乎是受到精英主义(elitism)的

影响，认为真正运作议会的是少数精英分子，而不是全体的国民。中国千余年来的社会都由

绅士阶级(士大夫)所领导，由他们来运作国会，必可得心应手。[28J(pp·3妒344)此一转变，立
即将“开明专制”论置诸脑后，自此走上清季的立宪运动。[29](pp’4卜51)

梁启超申论国会掌立法大权，是国家神经中枢所在。他说：“今日之国会，所谓巴力门，

立法之业⋯⋯立国之大本大原”，[27](卷九，p·102)“立法权属于多数国民”，[”](卷九，p·106)“议院所

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”。[刎(卷四m71)由此可知，国会并不仅仅是诉苦求情的场合。他推崇英国

的议院，谓“如英国之巴力门，有黜陟政府大臣之权，行政立法二权全归国会之手。故英国

之谚有日：国会之权，无事不可为，除非使男变女，女化男，乃做不到耳。观此可知其权力

之大矣。”[”](卷四，一’73)宪法成于国会，可知其拥有无上大权。 “议院为今世最良之制

度”。[27](卷二十四，pp·卜11)梁启超论议院功能，已不仅仅是“下情上达”或“君民一体”的旧说

法。前人尝谓政体有三：君主之国、民主之国、君民共主之国。梁启超将之改为：“君主专

制政体、君主立宪政体、民主立宪政体”，且谓君主立宪为“政体之最良者也”。只有君主立

宪政体最为合理，适于中国之需要。在君主立宪政体下，以议院掌握国家大政，循宪法运

作，国家必日益强盛。[27](卷五’p．1)

梁启超的议会政治论大大超越前人，1910年(宣统2年)著《中国国会制度私议》，深

入讨论如何建立国会，对于议会的组织、选举、投票、政党等均有讨论。他主张二院制。中

国虽无贵族，但地方上情况特殊，如蒙古、西藏与内地不同，二十二省亦互有差异，设上院

可以调和冲突，加上元老人物、专业人物，借重其智慧，利多于弊，有设立之必要。

下议院按人口比例产生，估计清末中国有五亿人口，如以65万人产生议员一人计，可

得议员800人；如以50万人与l之比，可得议员l ooO人。[27](卷七十四，p-76)梁氏主张大选区制，

如此则议员名额分配比较平均，不至造成太多的不公平。[27](卷七十四，p·76’关于选举资格，梁氏

仍循西方传统，主张25岁以上本籍男子有选举权，同时强调识字及纳税资格。梁氏已获悉

澳大利亚、纽西兰及美国四州女性享有参政权，但无意仿效。他认为中国的大环境尚难接

受。[27](卷七十四，pp·27—73)

梁氏主张复式选择，即两阶段之投票方式。第一阶段在小区域中选民投票产生一定比例

的选举人(electors)(如3万人与l之比)；第二阶段选举人集中一地再次投票，互选定额议

员。例如一省额定下议院议员10人，公民先在本县选出选举人若干人，全省数十县的选举

人集中于省城互选10名定额议员。简言之，第一次投票在县，第二次在省；第一次是直接

选举，第二次是间接选举。此一制度早年在欧美甚为流行，日本在明治23—32年(188卜
1899年)之间也一度采行，这可能是引起梁启超注意的原因。梁启超说由于人民教育程度

尚未提高，“选举人之智能不足，诚不免有缺乏之感”，“惟有间接制可以略矫此弊”。加之中

国幅员辽阔，间接选举比较实用。[27](卷二十四，p·75)

梁启超倡导政党政治，谓议会的成功运作，有两大条件：一是“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

失之常识”，一是“有发达之政党”。梁十分推崇英国的两党政治，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亦能走

上此一途径。@从政治学的观点言，二党制为“理想型”(ideal t)rpe)，理想与实际之间，有着

难以估计的距离。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，梁氏组织政闻社，准备积极参与，中国的政

党政治自此萌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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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1860年(咸丰10年)清廷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派遣使节，才开始直接认识西方。

清廷托请两位洋员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(Robert Han)及美国卸任公使蒲安臣(An瞄
Buding咖e)，暂充大清使臣，带领中国随员一同游历西方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增广见识，展开

了中国人对西方的亲身体验。他们记载了所见所闻，当然也看见了西方的议会。

随着赫德前往西方的是斌椿和张德彝，与蒲安臣同行的是志刚。他们的地位都不很高，

但都有笔记，留下了所得的议会印象。斌椿是同文馆学生监督，志刚为总理衙门章京。斌椿

对英国议院的古典建筑印象深刻，惊叹其“高峻宏敞”。旧J(见辑注)志刚看到了法国选举的一些

混乱情况，给予了批评。圳(pp舷11’他们的观察多属表面。

张德彝(1847—1919)的情况就不同了。张氏从1866年(19岁)就读同文馆时期即随

着赫德、斌椿出洋学习，1868年又随着蒲安臣环游世界，两次出游奠定了他认识西洋的基

础。以后21年间(187卜1891)先后以参赞身份随同崇厚、郭嵩焘、洪钧、罗丰禄、那桐
等出使法、英、俄、日本等国，1902_1906年晋升为驻英公使，共计8次出洋，每次出游都

有笔记，题名《述奇》、《再述奇》⋯⋯至《八述奇》，其中三次(一、四、八)均有议院记

述。例如1868年记美国选举的投票程序。132J(p74)惜未有进一步之观察。及至在英国所见，则

详述其选举“苞苴公行”，有“幸进之心”。又说竞选者“设法愚弄其民”。观察颇为深入，

十分难得。1876—1878年所记英国的议会更为详细，如分析上下院的结构、政党的竞争、议

长的权力，可谓更上一层楼。@张氏早年出洋只是一个随员，不须瞻前顾后，敢于直书所见，

以后做了公使，反而不见类似的记载。

对西方议会有深入观察而且又有见解的使节，郭嵩焘是第一人。

郭嵩焘(1818—1891)，湖南湘阴人，进士出身。以理性观察西方事物，多所称道，甚

至于羡慕向往。郭于1876年(光绪2年)受命出使英国，是中国正式驻节西方的官员。郭

氏出国之前曾言西方“立国有本有末”，其本在政教，但绝未想到政教的重心在议院。@

出国之前，郭嵩焘虽然读过《海国图志》与《瀛寰志略》，对于西方的议会政治只有粗

略的印象。到了英国，他是以学习的心情去了解其巴力门。1877年2月30日及3月13日先

后两次去上下院旁听议事，不过并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来。[33](即．181-193)

郭氏对巴力门有好奇之感，因而进一步了解其历史发展。细细推敲之后，他得出了一个

结论，英国立国之本在巴力门：

推原其立国本末，则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，则在巴力门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。

⋯⋯君民交相维系，迭盛迭衰，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。人才学问相承以起，而皆

有以自效，此其立国之本也。【33j(p·373)

这一段本原论可以看出他对巴力门深入探究的用心，也透露出一种向往的心情。接着他与英

国驻华公使威妥玛(nomaS wade，时亦在伦敦)谈到土耳其已经有巴力门，中国无之，不

免为之叹息：(土耳其)仿行西洋兵制，设立议院，此(中国)所以不能及也。[33J(，_373)不知

从何处得悉德国宰相俾斯麦(Bismark)欲限制该国议院权力，曾逮捕议员数人，郭嵩焘批

评俾斯麦之举动“不学无术”，【33](pp‘738叫39)益见其用心深入议会政治。

郭氏注意到了议会政治即政党政治。他说一个国家的政治，必有“爱憎”之分，议院产

生“同异”两党。盖属必然。“使各竭其志，推究辨驳，以定是非，⋯⋯问难酬答，直输其

情，无有隐避，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。其民人周旋，一从其实，不为谦退辞让之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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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。”[33J(，_393’显示郭氏对议会政治已有深切的体会。他进一步追溯“铿色尔维谛甫”(conser—

vatives)与“类白拉尔”(Liberals)两党的来源为“多里”(Tory)及“非克”(可％igs)，从历

史中得到更多的了解。L33 J

郭嵩焘原先有意将所见所闻一一报道回国。与国人分享他的个人感受，不料所著《使西

纪程》(日记的最早部分)出版后即被保守派指为“叹羡西洋国政”、离经叛道，旋被销毁。

郭氏再也没有勇气传达个人的见解。他的使英日记直到1980年才公诸于世，相去已是百年

有余，自然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。我们今天来讨论郭的思想，只能以知识分子视之；从了解

郭氏，可以了解19世纪70年代进取型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。他们希望中国“走向世界”，

但所得到的回应却是“挫折”。L34 J

另一位使臣黎庶昌(1837—1897)，贵州遵义人，廪贡出身，可以说是一个职业外交官，

早年随郭嵩焘使英，随刘锡鸿使德，均为参赞，1881年升任驻日本公使。在欧洲期间，注

意各国的社会和文化，有深入的观察，所著《西洋杂志》(1900年出版)是一卷反映19世纪

西洋生活的“风俗图”。[35J他也注意到了各国的议会政治，很能认识议会是民主政治的表现，

谓在议会中：众意所可，而后施行，故虽有君主之名，而实民政(主)之国也。【35 J(，·426)民主

政治必然有政党竞争，西洋各国都有政党。政党与朋党不同，不要以为西洋的议场中“人声

嘈杂，几如交门”，实际上这是“民政之效也”。嘲(一崩)黎氏是继郭嵩焘之后，对西洋议会政
治了解甚为透彻的一人。

张荫恒(1837一1900)对西方有进一步的认识。张氏广东南海人，监生，以熟习西方政情

知名，在总理衙门行走。1885—1889年(光绪11一15年)派驻美、日、秘公使，著《三洲

志》(1896年出版)，甚有内容。张氏十分留意美国、英国的国会运作，一一详为记载。例

如记美国参众两院，不仅谈其结构、选举过程，同时注意到妇女参政权在美国四州兴起情

形。又谈人口十年一调查与选举之关系，此类报道，皆为前此之外交官所未见及。张氏又以

长达万言之篇幅录下蔡颜所翻译之美国宪法，谓“美国为民主之国，应译其‘创国例’备

览”[矧(pp·284_331)虽然他对民主政治不敢赞一词，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张氏对西班牙议会亦有所记载，但不予重视，[36](，·405)而于英国，虽非驻节所在，反多所

留意，对上下院之描写，人木三分。如谓：

上议院事简，下议院事繁，国之政令皆自下议院议之。议成，上于上议院，视

已成，无大更驳，下议院则自朝至于日昃，甚或卜夜。【36J(p·427)

又谓：

大抵英之国权仍归两党，附君者日“保党”(C0nsen，atives)，乐民政者日“公

党”(Uberals)。【36J(p427)

张氏之笔法极为谨慎，然字里行间仍可窥得其对议会政治的好感。

崔国因(183l一1909)，安徽太平人，进士出身，’于1889一1893年继张荫桓为美、日、

秘公使，亦有日记，[37]属于“君民共主”论，并无突出之处。④惟其早在1884年即提出请开

国会的奏折，令人好奇。崔氏为洋务派，似因此而熟悉西方的议会制度，以詹事府佐中允官

衔上一折，谓“后患方深，请速筹布置”，并附有“设议院、讲洋务二条，请实力实行”片。

1880年代仍是兵工业为重的洋务时代，能提出制度革新与技术革新并行之观念，可谓空前。

崔论议院，有谓：“设上下议院，凡练兵筹饷各举，使斯民身居局中，悉其原委，而后兵可

增，而不以为抽丁，饷可增而不以为重敛。”①又说：“设议院则财之不足可集众议以筹”，@充

分了解议院的权力与功能。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并没有责备崔氏，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各大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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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看之后，以“毋庸议”而作罢。或许就因为崔国因有此见解而能继张荫桓出使西洋。如果

崔的意见被接受了，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迁?值得我们思考。

薛福成(1838—1894)，江苏无锡人，副贡出身。出使前已官至按察使，以通晓洋务而

驻节欧洲，著《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日记》，所记有关西方议会的讯息甚为丰富，不亚

于郭嵩焘日记。薛氏为“君民共主”论者，谓：“君民共主，无君主、民主偏重之弊，最为

斟酌得中。”[38](p286)但又谓：君民共主之国，“‘其政权在议院，大约民权十之七八，君权十之

二三”。[38](一·286)因此，评论说：英国君权，、受到议会政治之限制，_时“骤难更张”。他似乎

有所顾虑而以此语圆场。

薛甚注意政党政治，能辨别英为两党(“公党”及“保守党”)，法为三党(左、中、

右)。他喜欢英国的两党制，说英人好静，议院中“倾轧之风尚不甚强，两党更替亦不频

繁”；法国则“负气好争，往往嚣然不靖”。[训(pp·197。198小515)他形容英法议员为一种“体面

人”，必须才华出众，家道殷富，实系政治学上的“精英分子”、(elites)，观察相当深入。

惟薛氏未能详论西方的选举。1892年为英之大选年，薛的日记中不见投票情形记载，

读者不免失望。选举为西方人的经验，中国人难以体会。

黄遵宪(1848一1905)，广东嘉应人，有举人功名。自1877—1891年先后出任驻日、美、

英等国参赞、领事，深入体会议会政治，尤其对日本明治维新最有心得。著《日本国志》

(1895)，认为中国可仿效日本，建立议会制度。黄氏谓议会是一种“至巧”的制度：

议员由民荐(选举)，荐而不当，民自任之；苟害于事，民亦自受。⋯⋯官为

民筹费而民疑“，民为民筹费而民信；民以为分官之权，谋己之利4，而官无筹费之

名，得因民之利以治民之事。其所议当否，官又得操纵取舍于其间，终不至偏菀偏

枯，仗豪农富商罔利以为民害，7故议会者，设法之至巧者也。}39J(卷一，卷十四)

所以在他的观念中，所谓君民共主，是“上下分任事权”，与一般所了解的“下情上达，

君民一体”不同。他敦促人民请愿召开国会，民间自组政党以显示民意，是外交官中见解突

出的一人，日后成为戊戌变法的有力支持者。@

宋育仁(1857—1931)，四川窟顺人，进士出身。1894年随龚照瑗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

四国，任参赞，1986年出版《采风记》，所述西方议会，谓有四大功能：一、国本所在；

二、因议院而富强；三、因议院而人民平等；四、因议院而去专制。∞

宋氏对议院之组织、地方代表之人数比例，一～详记。又分析议员之出身背景，谓多来

自富有之中产家庭，有良好教育，“长于专门才艺，通达事理，优于议论”，中国惟士绅阶级

可比类。言下之意，中国有士绅阶级，可以开国会。

十

光绪末年全国舆论呼吁立宪，清廷迫于大势所趋，于1905年6月14日(光绪31年7月

16日)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，戴鸿慈与端方一组，载泽、尚其亨、李盛铎一组，分途

出洋。他们的考察报告有一定的影响。

戴鸿慈(1853—19】0)，广东南海人，进士出身。先后至美、英、法、德、丹麦、瑞典、

挪威、荷兰、比利时等九国考察，著《出使九国日记》(1906)，内容甚为丰富，除了宪政，

对财政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均一并留意。由于想知道的多，政治考察反而不甚深入。对议会

政治有三点认识：一、下院权力大于上院：“凡立一法，在下院议案已成者，贵族院(上院)

对之虽有修正之权，而无反抗之力。”[删(p．3例二、议院中有政府党与非政府党：“政府党与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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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同意(一致)，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，务使折衷至当，而彼此不得争执。”【柏](ppl378_379)三、

复式选择：以德国为例，选民第一次投票，250人可产生选举人一人。由选举人举行第二次

投票，产生定额议员。[删(p’398)

端方(186l—1911)，正白旗，举人出身。出国考察归来i著《列国政要》报告(1907

年出版)，与戴鸿慈列名，且由戴氏领衔。日后二人又联名合奏《请改官制》及《请设制度

局》二折，力挺清廷之预备立宪。《列国政要》应为端方个人的见解，盖其观点与戴鸿慈的

《九国日记》多有出入之处。例如《九国日记》推崇英国宪政，《列国政要》则以意大利宪法

为最理想。本文视之为端方个人的著作。

《列国政要》显示，端方认识到宪法为立国之本，推崇意大利宪法。他说：“意大利宪法

颁自国王而就商于议院，是其主权固在君主，与比利时主权在国会，实大悬殊也。”④如采行

意大利宪法，于君主最为有利。但端方在奏折中所建议的，是仿效日本，而不是意大利，盖

日本更重视君上大权之故。《请改官制折》力言日本之集议院可为模型。集议院为明治初年

(1874)所设元老院性质之临时议会，清廷于宣统二年(1910)设资政院，似即脱胎于集议

院。议员分两类：一为王公功爵，一为各省推举，集议院有权“建议、条陈、兼通与情而觇

聚见”，另有财政预算决算之权，资政院亦一一仿效。

有中央议会，亦应有地方议会，“一省之议会实有参与立法之权”。未开国会之前，可于

各省设省议会；6在省议会之前，先办府州县议会。议员由选举产生，大州县二人，小州县一

人。凡此皆仿效日本。端方强调，地方议会即为地方自治。“在乡者必有乡会，以司立法，

有乡长以司行政”。乡长一人，置议员数人至数十人不等，以户口之多寡比例决定。④

从上述可知，端方对议会有相当了解。@端方为满清亲贵中旧学新学皆有根底者，与时

俱进，难能可贵。

载泽(1868—1930)为满清宗室，属镶白旗，贝子衔镇国公。五大臣出洋，载泽与尚其

亨、李盛铎同组，1905年12月间起程，1906年7月回至上海。载泽所提《考察政治日记》

(1909)对预备立宪有推动作用。

载泽出国之前可能对君主立宪尚无认识，但半年考察期间，抱着学习心情，进步快速。

他的重点考察，包括日本、英国、法国、。比利时四国，每至一处，虚心寻访，不耻下问。他

在日本、英国、法国都聘请专家为其讲解宪政，更拜谒目相伊藤博文，希望学得愈多愈好，

所见所闻，一一纳入日记。

他在日本时，有法学大家穗积八束作他的讲师，为其讲解日本二院制的由来，上院贵

族，下院百姓，君主有裁夺之权，此予载泽“君上大权”观念，牢不可破。伊藤博文建议中

国采行日本宪法，盖该宪法肯定君权神授，不可侵犯。【41](pp’57¨79)日后清廷决定仿效日本，
与载泽的报告甚有关系。

载泽来到英国，得见泰晤士河畔的议会建筑雄伟，为之震撼。他聘请学者埃喜来(原文

不详)为其讲解大英宪政，埃喜来讲到英国君主不干预宪政，立法大权在下议院，上议院鲜

持反对意见。他在日记中一一记下。⋯(即’59㈣1)载泽至此对议会政治有进一步之认识，英日
宪政差异甚大，颇感迷惑。

载泽在法国，请一位叫金雅±(原文不详)的法官讲解法国宪政，他在日记中说：“英

之下议院权重，法则两院相埒”，他了解到英之上院为贵族，法国上院多地主。他没有记述

法国由君主转变为民主的历史，但回溯“法国未立宪时，君主专制，贵族擅权，政治腐败，

人民愁苦”，似有所自我警惕。m](pp．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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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泽的考察不仅是君民权力问题，对于议会的结构组织亦相当留意，中央议会之外，又

述地方议会。对于选举，特别对复式选举有所介绍：

选举用“两级选举法”，先于里长处注册，纳正税之数能抵三日工值者，百人

内推一人为代表，聚合成会，而后再用“得半加一法”公举议员。【41 J(p．631)

所谓“两级选举法”，就是复式选举，“得半加一法”即过半数当选。载泽没有提及投票，此

为各家考察之同一缺点。

载泽考察归来，曾经两次上折主张立宪，第一折请“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

体”，[42](pp·11卜112)第二折是一个密折，说实行立宪有三大重要性：“皇位永固，外患减轻，内

乱可弛。”希望清廷“破釜沉舟，勇往直前”，似乎是综合了日、英、法三国的宪法精神及历

史发展而得以此结论。 ．

十一

以上从时序先后简略介绍议会的思想进入中国的经过，归纳起来，大略可以分为四个时

期：第一时期，从l舻1870年这20年间，是知识性的介绍时期。中国自古以来，没有议
会政治的经验，时人将西方的议会情况介绍过来，经过了此一阶段，中国人对西方的政治结

构有所认识，但只是一些初步的了解，并无袭用的意念。林则徐、魏源、徐继畲等官吏的著

作属于此类，传教士有麦都司、裨治文、慕维廉、韦烈亚力、艾约瑟、韦廉臣等。第二时

期，1871一1895年，这25年间，士人见议会代表“君民一体”，内可以团结人心，外可以抗

拒强权。王韬是君民一体论的创说者，日后不少人袭用他的说法，如冯桂芬、郑观应、郭嵩

焘、黎庶昌、张荫桓、崔国因、薛福成等。传教士则以傅兰雅、林乐知等的著作最有影响

力。第三时期，1895一1905年，民权说代起，强调议会表现人民的权力，“不出代议士不纳

税”的观念取代“君民一体”而风行。何启与胡礼垣最先提出此一说法，黄遵宪、宋育仁、

梁启超等继起发扬。传教士中以傅兰雅、林乐知、李提摩太、李佳白等人的著作较有影响

力。第四时期，1905以后，议会思想根植国内，人民起而要求付诸实现，因此有清廷之派

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，不仅深入理论，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。戴鸿慈、端方、载泽等人的

著作属于此类，梁启超的议论尤为详尽。至此中国进入锣密鼓紧的实行时期。

议会思想输入后，渐渐传布全国。但受到影响的限于知识分子，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

士。在此以孙宝逭为例，其对国会认识的心路历程，在清末民初应是有代表性的。

孙宝碹(187卜1922)，浙江钱塘人，荫生，是孙诒经的次子，孙宝琦的胞弟，李瀚章
的女婿。在清季，只是个挂名分部主事。到了民国，因其兄的关系，任浙海关监督(1912—

1922)，殁于任，年48岁。孙氏从19岁(1893)开始写日记，受时代的影响，一开始便关心

时势。他的阅读甚为广泛，中外兼顾，由于不谙西文，西方的知识大多来自翻译作品。1890

年代的翻译，几乎由传教士所主导。他常常提到阅读《万国公报》，甚至于提起该报的主持

人林乐知，可知他受《万国公报》的影响不小。除了对西方的事物好奇，他对西方的历史亦

有很高的兴趣。常常在日记中抄录一些西方所发生的大事和人物。国人的著作，梁启超的

《新民丛报》似乎是他最喜欢的，他因读《新民丛报》而了解何谓“解散议会”，何谓“重新

选举”，[43](5踟册．p565)皆一一在日记中抄录。

孙氏自述他的思想演变，从甲午乙未之交(1894一1895)开始关心时势爱谈变法，五年

间思想“凡数变”，他的注意力大半集中在议会政治问题上。他说：

余当甲午(1894)乙未(1895)之交，始谈变法，初则注意于学堂报馆，继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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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张民权，以为非先设议院，许公举(选举)，则一切法不可变，变之徒滋扰。卒

又偏于民权之不能无弊也，遂主持立宪政体，纳君权民权于法之中，而君民共治，

为数年立论之归束。143J(580册，p·跏

检视孙氏的日记，对议会有极大的好感，他说“国会及议院，治天下之锅炉也，能溶化

诸质而成器”。又说议会“如一身之脑髓，聪明智慧之所出”。在议院中可以“融洽和合”，

形成“一片天境”，在此种情况下，何患“公理有不出哉。”[43](579册，p‘476’议会之所以能成为一

个完美的机制，是因为“公举(选举)有法，辨难有规⋯⋯意气无所施，私智不得逞，⋯⋯

民智日进，公理愈明”。[43](57姗，p瑚’这一类的赞许，随处可见。

早先，孙氏不主张即开国会，亦如时人的一个共同观点，民智未开。但1898年急转直

下，要求立即召开国会，是否受了康有为的影响，不得而知。他指出中国“火旱饥馑，盗贼

四起，贫困极矣”。惟有开国会，实行选举，尽去“贪虐之吏”，纾解民困，才能起死回

生。[43](57姗，PP·702删)
1901年孙氏受立宪思潮的影响，称道选举就是“参政”，也就是政治学上的“参与”

(paIticipation)。选举，“良法也”。[43](5攫册，p’311)选举胜于禅让。他认为选举创自华盛顿，推崇

华盛顿胜过尧舜：

五霸不如三王，何也?王以仁义服人，霸假仁义者也。三王不如尧舜，何也?

二帝不利其子孙，三王利其子孙者也；尧舜不如华盛顿，何也?尧舜私荐人于天，

华盛顿定公举之法者也。【43J(579册’p485)

他所了解的选举，就是中国古代的“投瓶”。谓“治平之机出于公议，公议之人由于公举；公举之

法决于投瓶(票)之为功也。大矣哉!东西各国之与，皆行斯术也”。[43](5珊，，胤)因此赋诗赞
叹：“自古非良法，移作欧西选举公；欲破天行千载虐，神机偏在一瓶中。”[43](5栅，p彻)中国的选
举早已失传，西方“凡国之宰相，由议院公举”，[43](579册，一’769)令人敬佩。

孙氏进一步认识到与选举相关的一些技术和程序，例如选举必须先办理人口调查，由于

中国尚无此措施，不免为之叹息。[43](5舳册，p‘311)又认为纳税与选举为权利与义务的关

系，[43](5蝴·冲朋。90)实未料到今天已无此要求。他说：“较诸野蛮专制之国，其百姓苦乐，
天洲之隔也。”[43](5Ⅸ)册，pp·457—458)对于议院仍会发生流弊，表示容忍。

1905年清廷宣布走向君主立宪，孙宝逭感到无限欣慰，但此时他已认识到以当时中国

的环境，走上立宪之路并不容易。他指出：“立宪二字非空言可以塞人望也。必其民体育发

达，能任战阵；实业炽盛，能荷赋税；智慧充周，能参政谋；财艺精致，能尽职守；道德完

全，能循法律。然后聚众多分子，上自宰相，下及平民，组织酝酿而成大立宪社会，谈何容

易耶，谈何容易耶!”[43](581册，即·378—379)他似乎预见中国议会政治的坎坷道路。

无论如何，前有郭嵩焘，后有孙宝碹，他们的思想反映了187卜1900年代知识分子对
议会政治的向往。中国人在知识分子、传教士、外交官的引导下，找到了迎向议会政治的一

个方向。∞ (责任编辑付长珍)

注释：

①曾国藩评语，转见徐继畲著，LU一平点校《瀛寰志略》，《点校说明》。

②徐继叁著，田一平点校，《瀛寰志略》，《点校说明》；熊月之，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(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

1994)，页251；F捌w．DI吐e，吼矗m Ch柏t船％r埘：矾u傀i一弘∞d^b＆09呐矿，8帮，(C8n1¨dge，Mass．：Hamld Unj—
vers畸Press，19r75)，pp．34—43．

③转见熊月之，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，页96。

17

  



④王韬，《普法战记》；转见忻平，《王韬评传》(上海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0)，页112。

⑤王韬以后以“君民共主”立论者，包括下列各家著述：

郑观应，见夏东元编，《郑观应集》(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)，页31乱

钱德培，见钱德培，《欧游随笔》，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，卷ll，页393。

李圭，觅黎庶昌，《西洋杂志》，钟叔河编，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第一辑(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85)，卷5，页5。

黼成，见薛福成， 《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日记》，钟叔河编， 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第一辑(长沙，岳麓书社，
1985)页286、538。

陈炽，见《三洲日记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传纪类，第577册，卷8，页601。

宋育仁，见钱钟书主编，朱维铮执行主编，《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》(北京，三联书店，1998)

何启、胡礼垣。见《新政真铨》二编，《新政代议》，页15。

⑥据夏东元的考证，《救时揭要》刊于1873年，而非1862年。详夏东元编，《郑观应集》(上海，人民出版社，1982，

页932；易惠莉，《郑观应评传》(南京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)，页7p16。

⑦关于三人的影响力，见韦政通，《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》(台北，东大图书公司，1991)页496；忻平，《王韬评传》

(上海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0)，页26、幻、115—116；夏东元编，-《郑观应集》，页896；易惠莉，《郑观应评传》，

页33卜340；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(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)，页2978；蒋英豪，《黄遵宪师友记》(上海，上海书店
出版社，2002)，页259。

⑧《佐治刍言》的英文名称为H0n翻y wo墙to灿d Gov∞ance原译自硎li∞蚰d R0ben Charnbers，P0litic8l Ec∞“y
(1852)一书。见叶斌，《点校说明》，傅兰雅，《佐治刍言》(上海，上海书店)；王杨京，《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>

(北京，科学出版社，2000)，页65—66；JmadlaIl sp∞ce，％0切秽醌打Ⅲ：耽s细I Ad出∞讥醌抛，1620一1960(N．Y“

uttIe，Bmwn，1969)．p．154。 。

⑨参见傅兰雅，《佐治刍言》卷10，节78；并参看Edmmd Bu^e，脚玩如m m妇Re“叫溉讯Fran∞(Nw Yo戒，1he
“kIal Ans Press，1955)。

⑩转见王尔敏，《上海格致书院志略》(香港，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80)，页68。

⑩此或为后人所给予的题目。

⑥《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》(台北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，1974)，第三辑，页730__732、829—833、

849—851；《格致书院课艺》(出版时地不详)，卷1，页33。

⑩《教会新报》1868—1874(台北，华文书局影印，1968)，由于首页均已略去，期别难于辨认。

⑩《万国公报》(台北，华文书局影印，1968)，光绪元年(1875)4／3—9。由于影印本略去封面，期别难于辨认，仅

录其出版时间。

⑩⑩林乐知编，《中东战纪本末》(上海，广学会，光绪22年；台北，文海书局影印，无影印年代)，卷g，<治安新

策》，页31、32。

⑥Timot}ly Richald．脚一向肥讥吼讥a(IDnd帆．T．FisIl盯Um咖。1916)，p．256．
⑩R．G．C0uingw00d，豫e^z∞矿腓加叮(嘣jId，O如d YUnivers蚵Press，1956)即．145—147；按马恳西为一新闻从业员，
曾一度从商，晚年对历史发生兴趣，著有1tle united s眦es 0f如『mri咄A His呻(1870)等书，详见Dicti∞aly 0f Nation8I Bi．

ography v01．Ⅷ，p．605。

o《泰西新史揽要》于1895年出版，严复于1896年译成《天演论》，1898年出版问世。严氏早在1879年即自英学成

归国，何以15年后始从事翻译工作，且选择《天演论》为首译，值得追问。

④李佳白，《上中朝政府书》，《万国公报》，第80册，(1895／9)；郭廷以，<中国近代史日志》(1895／1／20)；壬树槐，

《外人与戊戌变法》，页57—59。

⑤转见孔祥吉，《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》(沈阳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88)，页354。 。

⑤梁启超，《饮冰室文集》，卷17，页50；卷18，页89—99。

④梁启超，《开明专制论》，《饮冰室文集》，卷17。页65、67；《英国政界剧争论》，《饮冰室文集》，卷25上，页4。

@张德彝，《欧美环游记(再述奇)》，(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82)，页130；张德彝，《随使英俄记》(长沙，岳麓书社，

1986)，页363、376、556。

④郭嵩焘著，杨坚枝补，《郭嵩焘奏稿》(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83)，页345；郭嵩焘，《玉池老人自述》(在《中国野

史集成》)(成都，巴蜀书社，1989)，页251。

④崔国因：《出使美日秘日记》，安徽，黄山书社，1988。光绪15年11月lO日、光绪19年1月24日，《近代中国对

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》，第三辑(二)，页649。

⑤⑦转见孔祥吉，《清廷关于开议院的最早争议》，《中国近代史复印资料》(北京，1988)，页24—26。

④见黄遵宪，《日本国志》，卷37，礼俗志；钟叔河辑注，《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》，页5—22；张朋园，《黄遵宪的

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》，见《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》，页17—39。

④宋育仁，《采风记》(出版者及城市不详，189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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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戴鸿慈，端方，《列国政要》(不著出版地，19cr7)，卷7，页4。

④端方，《端忠敏公奏稿》(台北，文海出版社影印，不著出版年)，卷6，页51—52、65。

@据梁启超云，190r7年他曾为满清亲贵草拟预备立宪文字不下20万言，所指似即端方。见丁文江编，<梁任公年谱

长编》(台北，1958)，页205—206。无论如何，必须思想与时俱进，否则难于接受外来新知。

@相关著作，请参考：耿云志等，《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>(北京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03)；熊月之，<中国近代民

主思想史》(上海，人民出版社，1986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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